
站内留言

网站地图

用户列表

网站首页 中哲史 外哲史 哲学问题 宗教研究 学界动态 相关机构 交流论坛

 当前位置：首页>交流论坛>学术专区>东方思想与文化> 本站首发 作者授权 网上转载 网友投稿 推荐阅读

作者其他文章

栏目广告6, 生成文

件 HTDOCS/NEWXX9.HTM 备用,  

[返回] 

何俊 道南一脉的格物思想及其内在冲突

2006年2月22日    来源:论坛主题 

由杨时，二程洛学派生出道南一脉。经罗从彦、李侗而朱熹，终使理学在道南一脉上登峰造极。朱熹哲学

的本体论主张的是理气混合一元论，在工夫论上则经过理一分殊的思想将重心落在了即万物而穷理的外向

性拓展上，因此与道南学派将工夫归于内倾的意识修养旨趣迥异。因此，朱熹对杨时的思想多有批评，认

为禅味甚重，对罗从彦与李侗推重的静坐也很不以为然。但尽管如此，朱熹对自己所师承的道南一脉仍高

度肯定，对李侗尤为敬重。除了理学格外注重师道的原因，道南一脉的思想衍化，也确实为朱熹的思想突

破而集理学之大成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其集中的反映，就在道南一脉的格物思想及其展开过程之中。 

                    一、格物的界定  

  

    宋代理学的根本精神，是要为人与社会设定一个确信不疑的具有普遍性的形上本体，用以消解和拒斥

佛教以世界为空幻的立场。这个设立的方法，在北宋有两个尝试：一个是张载，由气而入；一个是二程，

直接标示出天理。张载的由气而入，在理论上容易散于万物而最终失去根本，在实践上则容易丧失价值优

先的原则而溺于事物随世沉浮，因此二程便要直接标示天理，从而以此统摄万物。 

    作为程门弟子，杨时自然接受二程的思想，怀疑张载的哲学。《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

载： 

横渠著《西铭》，先生疑其近于兼爱，与伊川辩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由是浸淫经

书，推广师说。 

    按照程颐的解释，张载以气为本的哲学似乎并没有完全被否定，而是被改造成为理一分殊思想的一部

分。显然，只要能够锁定天理，那么张载建构于气之上的“民胞物与”只是普遍之理的个体呈现，即理一

的分殊。但是，二程实际上由于天理的高标，搁置了对呈现天理的万物的关注，其理论上的根本反映，就

是高度强化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自身精神的涵养，这在主张“涵养须用敬”的程颢那里最清楚。程颐虽然



提出“进学在致知”来加以克服与补救，但最终仍是将格物致知归向人自身。 

    杨时秉承师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将格物界定为返于自身。杨时与胡安国论学道： 

夫通天下一气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虚盈尝与天地流通，宁非刚大乎？人惟自梏于形体，故不见其至

大；不知集义所生，故不见其至刚。善养气者，无加损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谓直也。用意以养之，皆揠

苗者也，曲孰甚焉！（《龟山文集·答胡康侯》） 

    这里，杨时虽然承认气的地位与价值，把气确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基础，万物因气而生，但是他

更显然地强调气是一个天然的存在，它的存在方式与过程没有价值上的可评定性，因此人对由气而生的世

界万物不必予以关注，以及基于这种关注而产生出意识与行为。这就将人从对象世界中赶了出来。由于人

在对象世界中将不会有积极意义上的思考与行动，所有的有意识的活动，都只具有揠苗助长的性质，因

此，人的唯一可关注的对象只有人自身，关注人自身如何能够“善养气，无加损焉，勿暴之”。 

    这样，理一分殊固然仍是整个理论的基石，但是由这个基石并非推拓出求理于万物的结论，而是将格

物单向度地规定为“反身而诚”。杨时讲： 

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数至于万，则物盖有不可

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

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其则

不远矣。（《龟山文集·答李杭》） 

    上面曾指出，杨时以为人的有意识活动无益于物的把握，这是他从结果的效用而言。杨时于此则进一

步将格物规定为反身而诚的理由，是因为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的物数以万计，人没有可能对之加以认知。

这就彻底将格物不宜训解为格天下万物的原因──既无益又无可能──作了清楚的陈述。 

    如果从认知的角度来讨论杨时的思想，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离开了对物的关注，实际上根本地消除

了人对物达到把握的可能。但是，杨时所讨论的格物，并不属于认知的范畴，而是一个人类价值观念设定

的手段。人类如何为自己的生活设定意义，从设定的过程来看，似乎纯粹属于主观的问题。然而，如果这

样的前提成立，那么，纯由人类主观所设定的人类生活意义必然成为无确定性可言的观念，而价值认定的

相对性则可以进一步导致理论上的虚无与实践上的失范。因此，整个宋儒在确立观念时，一个根本的目标

是要使被确立了的观念具有普遍性，进而使之超越个体的相对性而具有确定性。如何来实现这一点？格物

成为根本的手段。由格物而获得的“知”，因为受制于物的客观性，便不可能成为主观相对性的产物，尽

管这个“知”仍旧是由具有主观性的人提出的。杨时讲：“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鼻之于臭味，接于外

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同上）这个“有以”就是指人的感知是有赖于对象物的存在的，不可能

纯然由主观来凭空杜撰。“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物与我一也”。（同

上） 

    只是这个格物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对对象的认知，而是为了获得人究竟应该为自己设定怎样的观念。



在杨时看来，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格天下万物，自然无益，因为方向发生了错误。更何况格天下万物其本

身又不可能，故必须由以物为核心转向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核心，而人并不是一个虚寂的存在，而是一个

客观的活动者，活动（宋儒“格物”之“物”，其实更多的是指“事”，即人的活动）的客观性使万物与

人密切相连。万物虽各有其存在的规则，但因为扣住了人这个核心，故万物的规则便集中地统摄于人的一

身，并通过人自身而得以把握，这就是杨时所讲的，“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凡形色具于吾

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 

    杨时将格物界定为反身而诚，而同时又强调这个反身而诚并不能使人与物相分离，这在形式上呈现出

极大的矛盾。但就洛学而言，这种形式上的矛盾其实构成了思想的关键处，这种矛盾更应被理解成理论的

自身张力。宋儒的目标是要确立起人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宋儒所认定的正统的传统里，即思孟的传统，是

走内化的路数来完成的，其具体的方式，便是将理性的观念还原为人的自然性，进而由这种人的自然性来

支撑理性的观念是源于自然的本质而非人为的构造这个结论，从而剔除观念中的主观性而使之具有普遍的

权威性。但问题在于，只要将理性的观念还原为人的自然性，在自然性的解释中，异义性便同时产生，因

此通过具有客观性的对象化活动来加以消除成为不二法门。只有向内与向外的同时拓展，才能真正达到洛

学的思想目标。杨时坚持了这个原则，也正因为他坚持了这个原则，杨时才成为洛学的正统传人。但是，

原则立场的正确，并不能保证接着的工作无误。事实上，杨时没有做内外同时拓展的工作，而是作了偏

废，将重心完全移到了人自身，[1]这就是杨时进一步依据《中庸》而展开的阐述。 

二、诚意与体中  

  

    “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而格物在反身而诚，因此“诚”的阐释与落实之法，成为杨时思想的

根本。 

    在儒家典籍中，论诚最丰富者，是《中庸》。尤为重要的，是《中庸》之论诚，将形而上与形而下作

了彻底的贯通，而其中的中介，正落实在人。《中庸》讲：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二十章》） 

这就在把诚本体化的同时，复将人的目的定为使本体化了的诚内在化。《中庸》又讲：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

也，合外内之道也。（《二十五章》） 

于此而将人与对象打通成一片，唯此打通，故《中庸》以为：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

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二十二章》） 

    《中庸》在宋代理学兴起前，已开始为人重视。韩愈提出道统，重视的是《大学》，至学生李翱言复

性，便开始依据《中庸》而论。北宋张载初谒范仲淹，范仲淹就手书《中庸》授之。从周敦颐至二程，也

都已将《中庸》的核心概念“诚”作为阐释的重点，但是中唐至宋初对《中庸》的重视，以及周、程对

《中庸》之“诚”的重视，更多的是作为道德修养的微妙精深的方法来理解的，并没有从形上与形下的一

体贯通来完整地重视《中庸》。[2] 

    作为二程高足，杨时则将《中庸》着意标出，认为“《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

也”。（《龟山文集·中庸义序》）《龟山先生年谱》载： 

    熙宁以来，士于经盖无所不究，独于《中庸》阙而不讲。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

焉，故为之训传。藏于家，初不以示人也。 

    杨时对自己所撰的《中庸义》也非常看重，认为是他推进洛学的重要工作，他在《中庸义序》中讲：

“追述（二程）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以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

焉。” 

    杨时以为，从一己之修身，到治国平天下，都有规则可循，“而皆以诚意为主”。（《宋元学案·龟

山学案》）因此，所谓格物在反身而诚，是在诚意。杨时强调，“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中

庸》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同上） 

    意，是心体的萌动。心体的萌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还是一个人为的过程，这是儒家非常计较的关

键，意是否诚也由此而区分。心体的萌动，由物而起，如果人的意识能够顺应由物而引动的意识萌发来作

客观的展开，那么无论是喜怒哀乐，都是正当的，这样的过程，儒家又称之为“直”。反之，如果人的意

识在由物而引动后，施予了主观的取舍来干扰意识的客观展开，则是不正当的，这个不正当的过程，便是

“伪”。而诚意，就是要使“意”直，而不使“意”伪。杨时在解释“敬以直内”时讲，“尽其诚心而无

伪焉，所谓直也”。（《龟山语录》）这不仅很好地把诚意注入了二程思想的重要概念敬，构成其内涵，

同时也从“直”与“伪”的正反两面对诚意作了明确的诠释。 

  由于诚意强调对人的意识萌动过程中的主观性的剔除，而经验中的意识活动又必定是呈以主观的形式来

展开，因此诚意很容易被误解为对意识活动的否定。对此，杨时颇费口舌，努力通过说明传统的“毋意”

来作解释。他讲：“‘毋意’云者，谓无私意尔。若诚意则不可无也。”（同上）在答学者问时，杨时更

进一步借用镜子之喻作说明： 

    鉴之照物，因物而异形，而鉴之明未尝异也。庄生所谓“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出为无为，则为

出于不为”，亦此意也。若圣人无喜怒哀乐，则天下之达道废矣。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耻也。故

于是四者，当论其中节不中节，不当论其有无也。夫圣人所谓“毋意”者，岂了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



已，诚意固不可无也。若所谓示见者，则非诚意矣，圣人不为也。...无诚意，是伪也。（《龟山文集·答

学者》 

    总之，诚意不在讨论意之有无，而究心于意的直与无伪。 

    相对于澄清诚意不是对意识的抹杀而言，诚意的落实无疑更为重要，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前文曾讲，

经验中的意识活动是呈以主观的形式展开的，因此，如何鉴定意识活动过程中的主观性的是否参与，是一

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如果不能将此弄清楚，诚意便无法落实。杨时讲： 

    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书

言意象之表，则庶几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龟山文集·寄翁好德》） 

    杨时认为，落实诚意，不属于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任何语言上的分析与描述，都无

法真正确认是否达到了诚意的状态。只有依靠自己“以身体之，心验之”，才可能真正把握到诚意。杨时

强调，这种诚意状态的把握，通常是在恬淡冲和的境遇中实现的。杨时没有完全否定知性语言的作用，而

只是更注重身心的直接体认，知性化语言只是一个诱导人进入这种直接体认状态的媒介，只是一个工具，

一旦进入了直接体认的状态，工具性质的知性语言应该被加以搁置，否则，如果胶着于知性化语言本身，

那么诚意的工夫只能蜕化为技能性的“口耳诵数之学”。 

    毫无疑问，杨时所强调的诚意状态，在现象上与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宗教直觉有其相似之处，但区别

仍然是明显的。诚意并不是要去与外在的神达到某种超时空的统一感，而只是要求自己的意识处于真实无

伪的状态。由于意识活动非旁人所知，所以杨时强调唯一的鉴定只有依靠自己的身心体认。杨时并没有把

知性化语言排除在外，而是提醒不能忘记知性化语言本质上只是一个工具，不能因为工具的使用而遗失了

使用工具的目的。在这点上，杨时讲得非常彻底，他认为儒家所注重的一切修身实践与思想讨论，在本质

上都只是使意识保持真实无伪的工具。杨时讲： 

     古之学者，视、听、言、动无非礼，所以操心也。至于无故不撤琴瑟，行则闻佩玉，登车则闻和鸾，

盖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邪僻之气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夫博弈，非君

子所为，而云尔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尔。说经义，至不可践履处，便非经义。若圣人之言，岂有人做不

得处。学者所以不免求之释、老，为其有高明处。如《六经》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认了，

曾不知圣人将妙理只于寻常事说了。（《龟山语录》） 

    事实上，儒家自孟子以降，在道德实践上身心体认一直是非常强调的，宋儒以后更加入了静坐的方

法，故使得儒家的体认极易被混同于宗教的神秘主义直觉。况且体认本身其实也只是一种工具，而如果这

点被忽视，由体认的工具性应用而坠入以此为目的，则儒门收拾不住，悉归释氏，当下就成。杨时对于诚

意的强调，以及下文将述及的“体中”方法，同样有着这样的可能，杨时的门弟子乃至他本人后来也滑向

这样的结果，但是，就上述对诚意本身的阐释而论，则不宜与神秘主义的宗教直觉相混同。 

    格物在反身而诚，诚意是其目标，而体中则成为杨时达到诚意的根本方法。杨时讲：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执之？惟道心之微，而验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则其义自见，非言论所

及也。尧咨舜，舜命禹，三圣相授，惟中而已。（《龟山语录》） 

    人的意识一旦萌动以后，整个意识活动都将以主观的形式来展开，因此意识活动中具有真实无伪性质

的状态很难把握。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住意识活动的真实无伪性，杨时强调人要在自己的意识尚未萌动之

前的状态，即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来体认非主观性的意识。进而在此体认的基础上，执著不走样，诚意的

目标就在其中了。杨时讲：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 未发之际以心体

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龟山文集·答学者》） 

    按照杨时的解释，《尚书. 大禹谟》中的“道心惟微，允执厥中”的“中”，就是《中庸》所说的

“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的“中”。由此解释，杨时所强调的体中，便不只是一个诚意的方法，而更是个

体超越自身与具有普遍性的“道心”相合一的过程。体会到“中”并执而勿失，则形而下与形而上便得以

贯彻，既是个体的现实的，又是普遍的超时空的人类价值得以确立。 

三、杨时的问题  

  

    当杨时提出格物为反身而诚，而反身而诚的目的在诚意时，他的根本目的是要以人为核心来展开他自

己确立人的价值的工作。虽然诚意因其非知性语言所能表达，因而杨时注重身心体认，但这种身心体认并

不必然导向纯粹的主体感受而呈以完全主观的无根据的东西，因为身心体认是在与物的互动中进行的，人

的活动的客观性将制约身心体认中的主观性泛滥。 

    然而，当杨时将诚意的方法确定为体中时，由于体中要求“学者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因

此以人为核心的诚意最终被锁定在意识萌动前的状态中作体认，完全与人的活动相隔绝，诚意成为纯主观

性的过程，人的活动的客观性不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虽然杨时也指出，“中之义自见”以后，仍需“执

而勿失”，而所谓的“执而勿失”自然是指在现实性的活动中来落实，因而似乎为人的客观性活动保留了

位置，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执而勿失”是在“中之义自见”以后的事，倘若失去了这个基础，“执而

勿失”其实是无从谈起，而这个基础则完全是主观性的；另一方面对于“执而勿失”，杨时并没有作什么

具体的阐释，只不过是虚备一格而已。 

    由前一个问题，杨时自己晚年即已滑入禅学，在思想上流于儒佛道三教合一。杨时于宋室南渡后为东

南学者推为程氏正宗，门生很多，道南一脉至朱熹发展成理学，但杨时及门弟子中就已有心学的思想产

生，如王苹与张九成，为后来象山心学作了开启。事实上朱熹的思想本身也是在批判杨时及其传人的心学

思想中发展起来的。黄震讲： 



    不料其（杨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总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言白净无垢，第九

阿赖邪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云：“庞居士谓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

此即尧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间。”又云：“《圆觉经》言：作、止、任、灭是四病，作即所谓助长，止即

所谓不耘苗，任、灭即所谓无事。”又云：“形色为天性，亦犹所谓色即是空。”又云：“《维摩经》

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又云：“庄子《逍摇游》所谓无人不自得，《养生主》所谓行

其所无事。‘如此数则，可骇可叹！”（龟山学案２０４页） 

    按照黄震所列举的材料，在杨时看来，儒与佛道，不仅在工夫上没有区别，在体道后的境界上无区

别，而且在世界与人的认定上也全无区别。这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儒家的立场。因为儒佛固然都强调现象与

本体的合一，即形与性（儒），色与空（佛）的一体，但彼此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儒家的全部工作是要

确立起呈于现象（形）中的本体（性）的普遍而真实的确定性，而佛家正相反，它的宗旨是要破除人们对

这种确定性的执著，因此，指出存于现象（色）背后的本体在本质上的虚无性（空），成为佛家的全部工

作。杨时由工夫上的相似，进而混淆彼此的根本立场，这就使整个儒家的精神被佛学所消解。后来朱熹所

以不满，舍弃道南一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此。朱熹讲： 

    程门诸子在当时亲见二程，至于释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晓。观《中庸说》（由下文似指杨时《中

庸义》）中可见。如龟山云：“吾儒与释氏，其差只在秒忽之间。”某谓何止秒忽？直是从源头便不同！

（语类卷１０１，２５５８页） 

    这个源头，就是指儒与佛的根本立场。 

    由后一个问题，杨时使儒家的精神完全逼仄成道德的内圣之学，（其实，如果考虑到前一个问题的存

在，这内圣之学也根本上无法成就）而这实际上不仅违背了杨时自己将诚意作为“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

情、参天地之化”的起点的初衷，而且儒家的经世致用的目的也根本无从谈起。虽然杨时曾指出，以诚意

作为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的起点，是因为万事由人成就，“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而且他还

强调，“若谓意诚便足以平天下，则先王之典章法物，皆虚器也”，（答学者龟山学案２０６页）但是，

一旦将诚意之工夫确定在体中，人便必然从活动中退出，格物是不可能的。看到这一点，则是朱熹后来舍

弃道南学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朱熹讲： 

近世如龟山之论便是如此，以为反身而诚，则天下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理过方可。如

何会反身而诚了，天下万物便自然备于我？成个什么！（《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实际上，由于将格物训为诚意，而诚意之法又定在体中，杨时已使自己的思想在本体与工夫两方面都

出了问题，朱熹后来的工作正是要纠正这种问题。 

    当然，杨时并不因此而失去了他在南宋理学中的地位。杨时的地位事实上是由两方面奠定的，一是因

为他在南渡前后严斥王安石新学，张扬二程洛学，接引东南学者，使程门薪火不熄而光大；二是因为他在

程门中“最老，其所得亦深”，（《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一）虽然最终的思想结果存有隐患，但以设立并

确定人类的价值为宗旨，成人与成务并重而以成人为基础，强调诚意为主而又不以意诚为物格，这些大的



方面都坚持了理学的精神，后来朱熹之集大成，就其根本点而言，诚也未能溢出其外。 

四、从尽心以知性到躬行以尽性  

  

    《宋史. 罗从彦传》引朱熹的话讲：“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

仲素，一人而已。”（卷四百二十八）这其实很好地概括了作为理学家的罗从彦的风格，他不是一个精于

思想创造的人，而是一位刻苦笃行的人。 

    作为杨时的忠实学生，罗从彦与杨时一样，非常注重《中庸》，注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来体认

“中”，但是作为一位注重力行的学者，罗从彦同时强调，体中只是一个起点，而决非终点。罗从彦讲： 

        夫《中庸》之书，世之学者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者也。而其始则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

之   中。”其终则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豫章问答》，《豫章学

案》５６４页） 

    在罗从彦看来，设定并确立人生的意义，从而成就人生的过程，始于知性，终于尽性。知性的关键在

尽心，这就要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体中，即诚意，澄清人的意识应具有的真实无伪性；基于这样的体认，

人进而使这一自觉到的意识在生活中再转化成无意识，即所谓的“肫肫”。 

    由罗从彦的这一区分，足以看到，前文所述的杨时思想，重点是在“尽心以知性”。虽然杨时的根本

目的是要剔除意识中的人为添加部分，但由于他的思想建设是封囿于意识内而展开，即知性是封囿于尽心

来完成，因此并不可能真正地剔除意识中的主观东西。这个不可能，其实质不是指在意识中无法澄清，而

主要是指这种澄清缺乏客观性而无法在生活中展开。 

    罗从彦将自己的重点放在了“躬行以尽性”，即追求真实无伪的意识在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他认为

这是一个学者为学的根本目的，如果这一点忽视，那么“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体

中将成为迷离方向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罗从彦在继承杨时对《中庸》的重视同时，他提出要以《大学》

的“止于至善”作为学者为学的现实目标。罗从彦讲：“《大学》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则知

学之先后；不知所止，则于学无由进矣。”（《豫章问答》，《豫章学案》５６５页） 

    罗从彦用来“躬行以尽性”的方法，就是孟子早就指出的“寡欲”，因为在罗从彦看来，圣人与君

子、众人的区别正在欲望的多少，他讲：“圣人无欲，君子寡欲，众人多欲。”（《议论要语》，《豫章

学案》５６２页）以禁欲来实现尽性、使人所设定的价值得到落实，从正面的理论阐述上讲，没有任何的

新意。但是，由于“寡欲”在唐宋以后存在着与佛道相混淆的可能，因此，澄清之间的区别可从反面来凸

现出儒家的精神，这点正为罗从彦所反复申明。《遵尧录》载罗从彦所云： 



    太宗尝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简易，老子刍狗之说，朕所景慕。”臣从彦曰：“易简之理，天理

也，行其所无事，笃恭而天下平，易简之谓也。老氏刍狗之说，取其无情而已，大之诋訾尧、舜，而其下

流为申、韩，不可不辨也。”（《豫章学案》５６３页） 

    这意味着，儒家所强调的“寡欲”，并不是“无情”，无视人的自然生命。毫无疑问，宋儒的目的是

要确立性体，但宋儒并不认为这一性体是与人的自然生命相背悖的，性体必须从人的自然生命中提升出

来，换言之，性体是从心体中生长出来的。这是宋儒的理论归趣，而其思想路数是将性体还原为心体，将

人为自身设定的理性价值还原为人的自然生命，这可以说是儒家根本的传统，其目的是为了不离生活而论

生活。罗从彦明确绝然地区分“寡欲”与“无情”，正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儒家与道家的本质区别。在罗

从彦看来，如果认同道家的“无情”，那么在原则上将丧失儒家的立场，将人道与人的生活相隔绝而成为

一悬空的虚理，而在现实中，必将流于申不害、韩非所主张的苛政，视万民为政治的工具。对于佛教，罗

从彦所持观点，也近似于他对道家的评论。罗从彦讲：“佛氏之学，端有悟入处，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

窥，然绝乎人伦，外乎世务，非尧、舜、孔子之道。”正因认识到这点，故罗从彦认为佛教虽“端有悟入

处，其道宏博”，然终究无补于人世，他讲： 

赵普之对太宗曰：“陛下以尧、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盖不知言者。（《遵尧录》，《豫章学

案》５６３页） 

    澄清寡欲与无情的区别，需要理论上作出分疏，但落实寡欲，却需要躬身践履。对此，罗从彦没有能

够跳出杨时体中的窠臼，他主张并实践的是静坐。罗从彦要求他的弟子李侗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

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他认为静坐“不惟于进学有方，亦是养心之要”。（《豫章学案》附录，５６

６页）本来，在杨时那里，体中而诚意，需要在“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即静坐是用于

“尽心以知性”的。而罗从彦进而将静坐引来作为“躬身以尽性”的进学方法，不仅是“尽性”之方，而

且是“养心”之要。换言之，静坐不仅是确立性体的方法，而且更是充养人的自然生命的关键。 

    当罗从彦将杨时的格物在诚意，从“体中”移到“知所止”，从“尽心以知性”移到“躬行以尽性”

后，在理论上其实已开始纠正杨时囿于意识中求格物的弊病，使理学所要确立的性体走出主观的意识而流

向客观的生活，儒家滑入禅学的通道被封死。但是，在如何进一步探寻性体在客观生活中的确立时，罗从

彦没有新的思想创造，只是沿用了洛学静坐的传统。静坐对于收摄人心、减少欲望、养心尽性用所助益，

这无需否认与怀疑。但是静坐法明显地存有两个问题：一是它具有较明显的主观特征，适用性不是普遍

的，有效性更是因人而异；二是它容易使人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落入枯寂的生活。正因为这些问题，

后来朱熹对静坐法持否定的态度。朱熹讲： 

    罗先生说，终恐做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才偏，便

做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

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也是他

经历多，故见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纷扰人观之，若会静得，固好；若讲学，则不可有毫发之偏

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吃得也；如要通天下吃，便不可。（《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二） 

    朱熹着意指出的是，以静坐为工夫，事实上存在着偏颇。朱熹没有完全否定静坐的价值，但只承认静

坐的价值仅限于使一部分陷于烦扰中的人静下来，不能作为一种儒家格物致知、正心修身的理论来加以对

待，因为理论需要保持它的纯正性。 



    对于朱熹的这个评论，黄宗羲作了进一步的讨论。黄宗羲讲： 

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盖所谓静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静处，以

学者入手从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静，何处见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后动静为一，若一向静中担阁，便

为有病。故豫章为入手者指示头路，不得不然，朱子则恐因药生病，其言各有攸当也。“（《豫章学案》

附录５６７页） 

    黄宗羲诚是一大家，但他偏爱程颢以下直至王阳明的思想，对朱子存有门户之见也确是事实。他虽然

不得不承认“一向静中担阁，便为有病”，朱熹的批评是对症下药的，但仍要为罗从彦申辨，认为罗从彦

强调静坐，只是“为入手者指示头路，不得不然”。然而由上述实已清楚，罗从彦之静坐，不只是用于

“尽心以知性”的“体中”，而是延至“躬身以尽性”的“知其止”，是作为一以贯之的方法落实于整个

人生的。 

    概言之，罗从彦对杨时思想的传承，虽然在理论上通过由“尽心以知性”拓展到“躬身以尽性”，由

主观的意识迈向客观的生活，克制了杨时思想流向禅学的可能，但是如何于客观的生活中来落实性体，终

究又回到了主观性极强的静坐，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放弃了二程的主敬说，返回到了周敦颐所倡导的主静

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理论后退。 

五、格物之外向内容与内倾方法冲突的彰显  

  

    作为一名理学家，对力行的注重，李侗不亚于其师罗从彦。只是罗从彦筑室山中隐居，而李侗则居于

乡间，浑然如一田夫野老，更近儒家本色。在思想上，则如全祖望所言，“一传延平则邃矣”。这个

“邃”字，正点出了李侗将道南一脉的理学思想推向精深与娴熟。 

    罗从彦将杨时的“体中”移到“知所止”，从“尽心以知性”过渡到“躬身以尽性”，但这一切仍只

是落在修身的工夫上来讲的，因为罗从彦极重力行。李侗师从罗从彦，一开始便被引入这种工夫的锤炼，

他后来告知朱熹： 

    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

室中，亦只静坐而已。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延平答问》，《豫章

学案》５７７页） 

    对静坐工夫，对未发之中的体认，虽然为后来李侗一生所注重，但是李侗没有象罗从彦那样，只是限

于工夫，而是在思想上为这一工夫设定了理论的基础，这便是他对理一分殊这一源头本体的关注。 



    静坐作为工夫，它的当下目的，无疑就是要收摄己心，所谓“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

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处”。（《延平答问》５８０页）这个下落处，

其实就是使心安定踏实，体认未发，当有事时则因之而动，动而中节。“心方实，则物乘之，物乘之则

动；心方动，则气乘之，气乘之则惑。惑斯不一矣，则喜怒哀乐，皆不中节矣。”（同上）但是朱熹提

出，心之未发已发，只是一己之主体意识状态，与宇宙天理实际上分成两节。这便委婉地点出，倘若这上

下是无关联的两节，那么由静坐而见天理终成问题。李侗必须将这个问题说清楚，才能使静坐成为把握天

理的有效工夫。李侗讲： 

    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

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己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

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浑同只是此理。（同上５７０页） 

   李侗告知朱熹，由太极而人心，只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而天理贯彻于其中，不同的学者固然有不同的

指陈，其实是对这个不间断的过程的某个环节的标示，不可因此而打断了其过程的连续性。至于“此理就

人身上推寻，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同上）这样，李侗便使静坐工夫上达天理本体。

而由天理更进一步反观静坐，则静坐作为工夫的性质便显见了。 

李侗讲： 

圣门之传《中庸》，其所以开悟后学，无余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见其为一物，而不违乎心目

之间也。（同上５８１页） 

    因此静坐本身并非目的，目的是由一己之身来确实地把握住天理。天理在人身，就是性体。在表面

上，李侗的由静坐而实见天理，与罗从彦的由静坐而躬身以尽性，似乎没有区别，但由于两人的思考点不

同，其实是有别的。在罗从彦，静坐是要修身成人，其过渡或成人的见证是诚意；而在李侗，静坐的终极

目的虽然也是成人，但静坐直接的目的是要实见天理。换言之，从静坐到成人的中介，罗从彦选择了见之

于主观的诚意，而李侗则选择了见之于客观的天理。这一不同，实际上使两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归趣有所

差别。在理论上，李侗认为，天理固然落在人身，但不只是落在人身，还散落于万物，因此静坐只是就人

身上来实见天理，而实见天理处却不只有静坐一途。他讲： 

    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

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同上    ５８０页） 

依照这样的思想，李侗自然在实践上将理学引向生活。同样是仍然注重静重，但李侗不是筑室山中，作隐

居状，而是留在乡村，留在现实的生活里，作一个恪守儒家精神的普通人。 



    强调对生活的理会，成为李侗思想的关键，他对朱熹教育的重点也在此处。针对朱熹用程颢“仁者浑

然与物同体”来诠释张载《西铭》的精神，李侗提醒朱熹，认识到这种精神并不难，难得的是要以此认识

而推广求之于生活。李侗讲：“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

象。”（同上５７９页）儒家精神的落实是在生活，生活当然有它的依据，这个依据按照理学的思想，就

是天理。但是天理不可见，必须见之于生活，否则天理便成为一个悬空着的虚理，如果拘执于这个虚理而

与现实的生活相隔绝，理学家固然仍可以任其思想的自由来构造，但其实已远离儒家的本质。李侗讲：

“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延平答问

后录》）由此足见李侗对“分殊”，也就是纷繁多样的生活，有清楚的认定和牢固的执著。 

    由于李侗以实见天理为静坐的直接目标，而天理又分殊于生活，实见天理的见证是要在生活中见出分

晓，因此，李侗实通过“分殊”的标举，将罗从彦开其端的由主观“知性”转向客观“尽性”的理路作了

进一步的推进。后来朱熹便是在李侗的基础上，将“分殊”上的工作做的细微广大。 

    本体确认的不同，必然引来工夫落实上有别。同样是注重静坐，李侗却由静坐滋生出众多的关注。上

述的遇事究理、由一而多就是一显例。这个显例其实已使李侗突破了罗从彦将工夫锁定在主观意识的窠

臼。除此以外，即便限于主观意识上的涵养，李侗也将静坐推进到一个较开阔的天地里。 

    按照李侗指出的天理不间断地贯彻于宇宙而人心的过程的理论，人心也应是天理。然而人心是一物，

由气而生，天理则是气之流行而有条理者，落在人心，称之为性。因此静坐这一体认心之未发、已发的养

心工夫，在客观上便成了养气的过程。李侗在与朱熹的讨论中认同朱熹的见解，即认为，养气的目的是使

气与心相合。虽然李侗进一步指出，养气这个心与气的合一过程，必须通过“集义”完成，“不见所谓集

义处，终不能合一”，因此他所承认的养心就是养气、养气就是要使气与心合，实质上是气与性合、气与

理合，即赋予养气以道德的内涵。（见《延平答问》，同上５７４页）但是，当李侗把静坐这一养心工

夫，与养气相连，便必然使静坐这一意识内敛的“修心”行为，延入现实的生活成为“修身”行为，并进

而使理学与禅学相区别。这一理论上的关键及其引起的实践结果，黄宗羲后来在他的《孟子师说》中有极

好的发明。黄宗羲讲： 

    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心失其养，则狂澜横溢，流行而失其序矣。

养气即是养心，然言养心犹觉难把捉，言养气则动作威仪，旦昼呼吸，实可持循也。佛氏“明心见性”，

以为无能生气，故必推原于生气之本，其所谓“本来面目”、“父母未生前”、“语言道断，心行路

绝”，皆是也。至于参话头则雍遏其气，使不流行。离气以求心性，吾不知所明者何心，所见者何性也。

（卷二《浩然章》，《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６０页） 

    由养气，进而提出一个“气象”的问题。理学家甚重气象，而气象却不易表之以语言，大意是指有光

彩而又不耀眼的景象。用气象来形容一个人的德行，《中庸》由《诗经》的“衣锦尚  ”所发挥出的“君

子之道，暗然而日章”（三十三章），似可作为诠释。然而，从理学的开山周敦颐起，理学家所养成的气

象，虽“如光风霁月”，但更多的是表现为“雅意林壑”。（《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黄庭坚评

周敦颐语）而李侗，则将这层归隐的色调一并扫去。李侗重在投入生活，但却要“沛然行其所无事”。

（《延平答问》，５７４页。这个精神在程颢处已呈现，谢良佐更有细的发挥。朱熹在李侗生前，对谢良

佐的思想就甚感兴趣，《朱子文集》卷八十《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中讲：“熹自少时妄意为

学，即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其重要的原因，正是谢良佐推重气象的风格与李侗相似有关。而谢、李之

注重气象，强调的是积极入世而又不将事横在肚里，这又正与朱熹作为青年人意气风发的性情相吻合。）

李侗引程颢“仓中数柱”的故事告戒朱熹，不要缠绵于思索，也不要滞碍于疑虑，而要将一切扫去，无欲

而直面生活，“事虽纷纷，须还我处置”。（同上，５７７页，５８１页）如此，虽意不在林壑，而洒落

依旧，极具气象。 



    尤有意味的是，李侗更进一步讲：“某窃谓孟子所谓养气者，自有一端绪，须从知言处养来，乃不

差。于知言处下工夫，尽用熟也。”（同上５７４页）将养气引入静坐，虽足以使静坐延入生活，但于生

活中如何来落实，养气说仍只是袭用了孟子的“集义”，新意无多。但此处进一步拈出一个“知言”，无

疑是将生活的界面定义得非常地清楚。人的生活呈现于自己的语言中，倘若将养气落实在知言，则不仅导

向现实生活的清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导向思想生活的清理，前者是世俗的，后者则是学术的。黄宗羲讲： 

    知言、养气，是一项工夫。《易》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

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此是凡举世人而言。孟子之  、淫、邪、遁，指一时立言之

辈，破其学术。（《孟子师说》卷二《浩然章》，《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６４页） 

    这就将“知言”作了极好的分疏。由此也可看到，朱熹后来教弟子时不重视静坐，而重视读书与处

事，如所谓的“圣贤教人，岂专在打坐上？要是随处著力，如读书，如待人处事”，（《朱子语类》卷一

百一十五）他自己更是将许多的精力投放在儒家典籍，如《四书》的字义训解与思想诠释上，不能不说是

对李侗所标示的知言的进一步推进。 

    洛学在涵养上最显著的贡献，是以主敬取代了周敦颐的主静，但李侗没有接受这一点。李侗对朱熹

讲： 

又见谕云：伊川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学》之序则不然。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

动，伊川以为制之于外，而养其中数处，盖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牵合贯穿为

一说。（《延平答问》，《豫章学案》５７７页） 

    如果说李侗对静坐的注重，已通过他对遇事究理、养气、知言的强调，建设性地走出了诚意体中的主

观活动，进入了现实的客观生活，那么他对二程主敬说的轻视，则表现出他在主观意识上又固守着周敦颐

的老方法。 

    显然，李侗的思想陷入了一个有趣的矛盾中，他的思想内容是朝向生活的，但他的精神方法却是背离

生活的。一方面由理一分殊的本体确认，强调关键在分殊的把握，甚至将工夫落在了遇事究理、养气和知

言上，但另一方面却又舍弃主敬而固执静坐，而主敬与主静相比，两者固然同样注重主体的精神状态，然

而主敬的状态是以对象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导向生活，而主静的状态恰是相反。因此，李侗实已使道

南一脉的理学思想因着格物的展开与深入而走到了尽头，必须有所突破，方能别见天地，而这一切正由朱

熹来完成。 

-------------------------------------------------------------------------------- 



[1] 实际上即便在程颐处也是如此，故后来朱熹虽然以洛学为理学的正确方向，但同时终究不能满意于以

二程为根，定要将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奠基者，并将张载作为二程的补充。 

[2] 清本《二程全书》有《中庸解》一卷，但《重校二程全书凡例》说明，《中庸解》宋刻本是没有的，

明人刊刻才附入，并引朱尊彝《经义考》所引郑绍宗之言，《中庸解》出自吕大临。见《二程集》，中华

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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